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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破解城乡、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的关键抓手, 其能否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备受政府部门与学术界关注。 以 “宽带中国” 示范城

市政策为准自然实验, 深入探讨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内在机制。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 该政策提

升了示范城市共同富裕水平。 虚拟集聚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机制作用, 同时, 要素错配与虚拟集聚之间呈

现负向交互效应。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在行政级别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好、 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的城

市, 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在空间效应方面, 数字基建政策不仅推动本地共同富裕,
还对邻近城市产生正向溢出, 但随着距离增加, 带动作用逐渐减弱, 在距离由 150 公里 ~ 300 公里变动时

溢出效应转为虹吸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应统筹规划数字基建、 破除要素市场壁垒、
强化政策协同配合、 防范数字经济风险, 以优化数字基建布局、 激发内生增长动力、 缩小数字鸿沟, 从

而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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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既是社会公平的核心

价值彰显, 也是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力量, 通过消费扩容提质、 区域均衡发展与民生福祉增进,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 然而, 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仍处于较高水平, 且面临 “中等收入陷阱”
的潜在风险[1] , 亟须构建经济增长与成果分配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

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承载着数据、 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通的枢纽功能, 更凭借网络普

惠性为弥合城乡、 区域发展差距开辟新突破口。 作为支撑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

座, 数字基建通过赋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实现 “双轮驱动”: 一方面以技术迭代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 筑牢共同富裕的经济根基; 另一方面借助数据要素精准流转, 实现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分配与包容性

共享[2] 。 值得关注的是, 数字基建在支撑数字经济纵深发展的进程中, 其构建的数据交互网络与要素流

通平台可催生虚拟集聚这一新型的产业组织形态, 在兼具传统集聚正外部性的同时打破传统的地理空间

对要素流动的限制, 形成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与区域发展成果共享的创新范式[3] 。 在此背景下, 数字基建

作为数字经济运行的底层架构, 其构建的要素流通网络如何催生虚拟集聚这一新型经济形态? 虚拟集聚

又将通过何种机制突破地理约束, 实现 “集聚效应” 向 “共享效应” 的转化? 深入剖析数字基建催生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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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集聚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 不仅能为破解传统发展不平衡难题提供数字时代的理论创新, 更能在

高质量发展中以 “做大蛋糕” 筑牢物质基础、 以 “分好蛋糕” 夯实公平根基, 为中国经济迈向共同富裕

探索兼具效率与公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二、 文献综述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其理论内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共

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共同富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4] 。 这一目

标的实现既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 更取决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 学术界对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
始终紧扣 “效率” 与 “公平” 的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的本质是消除两极分化而非平均主义, 通过机会均

等、 权利平等与规则公平实现发展成果共享[5] 。 在测度体系构建上, 早期研究多从 “总体富裕” 与 “成

果共享” 双维度切入, 前者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衡量物质基础, 后者通过

城乡收入差距、 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等反映分配公平[6-7] 。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深化, “可持续性” 被纳入

核心维度, 形成包含经济效率、 协调发展、 生态福利、 社会治理等在内的多维评估框架[8-10] 。 此外, 基

于时空格局的研究显示,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呈阶段性提升趋势, 但区域间 “高-高集聚” “低-低集聚”
的空间分化特征显著[11-12] 。

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破解多维发展失衡难题, 数字基建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关键载体, 正成为

重塑城乡发展格局的重要驱动力。 随着数字基建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逐渐被学术界证实[13-14] , 研究视

角开始从单纯的效率提升转向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共进。 数字基建与应用能有效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作用机制包括通过技术赋能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以抑制城市偏向、 加速城乡人口流动以促进资源共

享。 东部地区因数字基建成熟、 产业数字化程度高, 在促进城乡均衡发展中已呈现扩散效应; 中西部地

区在政策扶持下依托后发优势, 不仅显著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 还加速了欠发达地区融入数字经济生态,
提升了资源获取与配置效率[15-16] 。 农村地区因技术基建薄弱和数字素养差异, 可能面临 “强者愈强” 的

马太效应[17] 。 此外, 传统基建与数字基建的协同增效作用被证实———完善的交通、 能源等基础设施能够

支撑数字基建更高效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18] 。
有部分学者对数字基建的集聚效应进行了分析。 现有研究大都认为, 数字基建能够推动产业协同集

聚[19] 。 在传统理论中, 产业集聚通过地理空间内要素共享、 知识溢出与分工协作形成显著的规模经济与

范围经济, 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但其伴随的拥挤效应 (如土地成本上升、 资源竞争加剧) 与

空间分化问题 (如 “核心-边缘” 结构固化) 长期存在。 随着数字技术深度渗透, 应运而生的虚拟集聚作

为新型产业组织形态, 通过平台赋能与知识溢出提升产业链韧性[20] , 在突破地理空间约束, 优化劳动、
资本、 技术等要素配置的过程中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并缓解 “中心-边缘” 分化[21] , 同时借助资源配置优

化、 生产服务强化及产业结构升级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22] , 并通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促进技术

溢出显著提升创新效率[23] 。 在区域空间布局维度, 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通过强化城市节点属

性、 推动跨域协同网络构建及增强城际要素流动, 加速了城市群从单中心集聚向多中心、 网络化格局的

转变, 为区域均衡发展提供了 “虚实结合” 的创新路径[24] 。
综合来看, 已有研究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但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一方面, 多数研究聚焦于数字

基建对 “做大蛋糕” 或 “分好蛋糕” 某一维度的影响, 而关于数字基建如何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

定量分析仍较为薄弱; 另一方面, 鲜有研究关注虚拟集聚这一新兴产业组织形态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联。
在数字技术同传统经济融合的大趋势下, 虚拟集聚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一股不可忽

视的内在驱动力, 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
基于此, 本文以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为准自然实验, 探讨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内

在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三点: 第一, 基于虚拟集聚视角, 把数字基建与共同富裕纳入统

一的分析框架, 补充了数字基建与共同富裕实现场景的理论文献; 第二, 在机制解析环节, 对虚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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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发挥的机制作用展开深入剖析, 在此基础上, 引入资本要素扭曲程度与劳动要素扭曲程度两个变

量, 深入探究二者与虚拟集聚之间的交互效应; 第三, 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检验数字基建对周

边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溢出作用, 并检验其作用衰减边界, 解析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范围。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数字技术应用与经济转型的核心底座,
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2013 年 8 月 1 日, 国务院正式印发 《 “宽带中国” 战略及实施方案》, 首次从国家层

面明确宽带网络的公共基础设施定位, 设定了 “到 2020 年, 基本建成覆盖城乡、 服务便捷、 高速畅通、
技术先进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 的目标, 旨在破解区域与城乡数字发展失衡问题, 为数字经济发展和社

会民生改善筑牢网络根基。 为落实该战略,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4—2016 年分三批次

共遴选 117 个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城市群), 旨在通过改善宽带用户规模、 网速和网络覆盖率等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经济与社会发展。 示范城市经过技术升级、 资源整合与机制创新, 提升本地数

字基建水平, 并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网络建设, 成为数字基建从试点到全面推进的关键节点。
“宽带中国” 战略的政策试点与非试点差异, 为评估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提供了外生性准自然实

验场景。
(一) 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数字基建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支撑, 通过多维作用机制促进共同富裕。 一方面, 数字基建凭

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与传输能力, 重塑产业格局以实现经济规模扩张。 依据梅特卡夫法则, 数字基建构

建起的网络体系, 其价值随连接节点数的增加呈指数级增长。 在数字经济生态里, 各类创新主体接入数

字平台, 交互协同创造远超个体之和的价值[25] 。 在生产环节中, 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建是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融合的关键纽带, 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升级、 优化生产流程, 提高生产效率, 让传统产业重焕生机,
从而大幅提升实体经济的产出规模与质量效益。 与此同时, 数字基建催生出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应用

开发等新兴数字产业,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基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交互融合, 新兴数字产业与传

统产业之间形成紧密的产业协同网络, 逐步构建起强大的产业集群, 充分发挥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叠

加优势, 做大共同富裕的 “蛋糕” 。 另一方面, 数字基建凭借其技术先进性与资源整合优势, 全方位、
深层次渗透至三次分配当中, 助力分好共同富裕的 “蛋糕” [26] 。 在初次分配阶段, 数字基建促使数据

成为关键生产要素, 精准量化劳动、 资本、 技术与数据等要素的边际贡献, 破除平均主义分配桎梏,
为初次分配注入效率与公平兼具的活力[27] 。 在再分配阶段, 数字基建深度赋能税务及政务系统, 实时

采集企业财务与交易数据, 达成靶向税收征管, 堵塞偷逃税漏洞, 充实公共财政资金池; 同时, 数字

化网络与信息系统凭借数据处理精准、 结果可追溯的优势, 有利于更有效地通过转移支付缩小初次分

配收入差距和存量财富分配差距[28] 。 在第三次分配阶段, 数字基建搭建的数字化平台发挥枢纽作用,
整合捐赠方、 受益方与公益组织等主体, 驱动其从 “分配参与方” 转向 “共同创造者” 。 依托高速运

算能力、 迭代升级信息技术、 孵化多元公益性数据应用等优势, 数字基建不仅降低公益参与门槛与成

本, 还突破时空局限, 让资源精准、 高效地流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29] 。
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数字基建可正向赋能共同富裕。
(二) 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

数字基建涵盖高速宽带网络、 数据中心、 云计算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为企业等经济主体

提供了高效的信息交互和数据处理平台, 推动产业集群突破地理边界限制, 实现从地理空间集聚模式迈

向以数据和信息实时交换为核心的数字虚拟集聚新模式[3] 。 传统产业集聚受地理空间约束, 当生产要素

密度超过阈值时, 正外部性因 “离心力” 衰减[30] , 引发成本上升、 创新受阻等问题, 进而影响经济增

长与区域均衡发展, 对共同富裕水平产生负向影响。 依托数字平台形成的虚拟集聚, 凭借组织结构分

散化和空间布局无界化两大显著特征, 能够有效规避拥挤效应。 虚拟集聚借助数字平台, 实现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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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资金、 技术、 人才等生产要素可依据市场需求和企业发展战略, 精准匹配

与高效流动, 形成涓滴效应,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虚

拟集聚还能降低缄默知识的编码难度, 拓宽不可编码信息的传播范围。 一方面, 存在知识关联的产业

可以获取信息共享、 实时互动带来的数字红利, 增强知识外溢, 促进技术创新, 强化区域经济发展的

内生动力; 另一方面, 虚拟集聚打通知识流通 “梗阻” , 加速知识在不同群体和地区之间的传播, 缩小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 “数字鸿沟” , 兼顾效率与公平, 有效赋能共同富裕, 实现发展成果普惠

共享。
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虚拟集聚在数字基建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机制作用。
(三) 要素错配的交互效应

有效配置可界定为一种能推动全社会产出达到最大化水平的资源配置方式。 在理论上, 要素不受

限流动且达到帕累托最优时, 即处于有效配置状态; 要素错配则与之相悖, 代表要素分配偏离帕累托

最优的理想配置状态。 要素错配是制约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31] 。 在要素错配程度较高时,
劳动、 资本等要素偏离最优组合, 导致新兴产业与民生领域供给不足, 进而抑制企业生产效率、 加剧

区域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 最终拉低共同富裕水平。 由于要素错配, 易出现核心要素流通受阻, 打破

原有的产业集聚优势。 交易成本理论表明, 要素错配会提高企业搜寻适配要素的成本, 加剧信息不对

称, 沟通、 监督成本攀升, 高昂的交易成本致使产业协同效率下降, 数字基建搭建的要素对接桥梁也

难以发挥作用。 在要素错配程度较低的区域, 要素能够依据市场效率与社会需求合理配置, 使得供需

匹配精准, 催生大量高质量就业机会, 提高劳动生产率, 推动经济均衡增长, 进而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虚拟集聚和要素合理配置良性交互, 一方面可以实现要素精准供给与资源动态调整, 进而推动共同富

裕进程;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助力产业协同创新与升级, 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最终拓宽共同富裕实现

路径。
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 要素错配在虚拟集聚对数字基建与共同富裕的机制作用中呈现负向交

互效应。
(四) 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基础设施, 与传统基建受地理距离严格约束不同, 依托光纤网

络、 云计算等技术构建 “跨边界” 信息交互通道, 促使数据、 知识、 技术等生产要素突破物理空间限

制, 在区域间实现低成本、 高效率流动, 进而使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具体

而言, 数字基建凭借跨区域连接能力, 搭建起标准化的数据交互平台与智能化供应链网络, 消除地理

距离导致的信息不对称、 物流成本高企及监管规则差异等问题, 大幅降低市场交易的信息搜寻成本、
契约执行成本和物流周转成本[32] 。 这种技术赋能打破了跨区域要素流动障碍, 推动商品、 服务、 技术

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此外, 数字基建重塑区域分工协作的底层逻辑,
各地通过数字平台共享资源、 需求和技术信息, 突破地理限制, 并基于比较优势形成 “区域优势互补、
产业错位发展” 的协同格局。 其构建的智能化供应链网络, 能实现上下游企业产能、 库存、 物流信息

的实时对接, 推动跨区域协同, 减少传统模式下因信息壁垒导致的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 这种协作有

助于释放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 带动欠发达地区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 助其凭借标准化数

据交互融入价值链, 推动区域经济从商品流通迈向产业融合, 促进发展成果共享。
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4: 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四、 实证设计

(一) 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将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来实证分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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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 it = β0 + β1DID it + Z′itβ + μ i + δ t + ε it (1)

模型 (1) 中, Y it 为被解释变量, 代表共同富裕水平; DID it 用于识别在第 t 年入选 “宽带中国” 示

范城市, 为核心解释变量; Z′it 为控制变量向量; u i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δ 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 it 为随机

扰动项。
2. 机制检验模型

为检验虚拟集聚在数字基建与共同富裕之间的机制作用, 本文依据江艇 (2022) [33] 提出的机制分

析法, 同时, 借鉴马茜等 (2024) [34] 的研究思路, 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对虚拟集聚的机制作用进

行检验,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VG it = α 0 + α 1DID it + Z′itα + μ i + δ t + ε it (2)

其中, VG it 代表虚拟集聚, 其他变量同模型 (1) 。
3. 交互效应检验模型

为检验要素错配在虚拟集聚影响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交互效应, 本文分别引入资本要素扭曲程度与

劳动要素扭曲程度作为交互变量。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 it = ϕ0 + ϕ1DID it + ϕ2VG it + ϕ3distK it + ϕ4(VG it × distK it) + Z′itϕ + μ i + δ t + ε it (3)
Y it = η 0 + η 1DID it + η 2VG it + η 3distL it + η 4(VG it × distL it) + Z′itη + μ i + δ t + ε it (4)

其中, distK it 代表资本要素扭曲程度, distL it 代表劳动要素扭曲程度, 其他变量同模型 (1) 。
模型 (3) 是对 “数字基建→虚拟集聚×资本要素扭曲程度→共同富裕” 路径的描述。 模型 ( 4)

是对 “数字基建→虚拟集聚×劳动要素扭曲程度→共同富裕” 路径的描述。
4. 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

为检验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是否对邻近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设定如下

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以进行检验:

Y it = ρ∑W ijY it + φDID it + γ∑W ijDID it + Z′itφ + μ i + δ t + ε it (5)

其中, W 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其他变量同模型 (1) 。
5. 空间溢出效应衰减边界模型

为了检验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的衰减边界, 参考曹清峰 (2020)[35] 的研究, 本文设

定构建如下模型:

Yit = β 0 + β 1DIDit + ∑
1200

s = 150
β sNs

it + Z′itβ + μ i + δ t + ε it (6)

其中, s 代表城市间的地理距离 (单位为千米, s ≥ 150), 本文用任意两个城市之间的质心距离来衡

量。 若在第 t年距离城市 i ( s - 150, s ] 的空间范围内存在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那么Ns
it = 1, 否则Ns

it =
0。 变量 Ns

it 的系数 β s 衡量了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对周边邻近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 由于全国所

有地级市与其接壤城市的平均距离是 166. 26 千米, 据此本文以 150 千米为单位, 分别报告了当s= 150,
300, 450, …, 1200 时模型 (6) 的回归结果。

(二) 变量选择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 为避免评价体系 “小而不全、 大而不实” 并兼顾统计数据可获得性, 本文以具

有较强理论系统性与实践指导性的发展、 共享、 可持续三维度框架为核心逻辑支撑[9] , 结合研究特定议

题与实际应用场景需求, 对指标进行合理适配与优化, 进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城市共同富裕水平,
并将该测度结果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其中, 发展维度关注经济增长成果在

个体层面的实际体现, 通过选取城乡居民收入、 储蓄等体现个体经济状况的指标, 直观反映个体对经济

7

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学
报



2025 年第 6 期 张立栋, 马晓钰, 韩芳芳: 数字基建、 虚拟集聚与共同富裕

增长成果的实际获得和承载情况[36] ; 共享维度基于公平分配理论, 着重考察资源配置的均衡性, 通过城

乡收入差距和区域内及区域间收入、 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差距指标, 精准反映不同群体在公共服务获

取上的公平程度[7] ; 可持续维度则依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面兼顾社会稳定与绿色发展需求, 纳入就业、
人口结构、 能耗等指标, 既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和人口结构的合理性, 又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

源节约与环境保护[37] 。

表 1　 共同富裕的指标测度体系

维度 子维度 具体指标

发展维度 城镇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为万元 / 人

农村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单位为万元 / 人

收入占比 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财富水平 人均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 单位为万元 / 人

共享维度 城乡差距

区域内收入差距

区域间收入差距

区域内教育差距

区域间教育差距

区域内医疗差距

区域间医疗差距

区域内公共设施差距

区域间公共设施差距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所在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所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生均教育支出与所在省份生均教育支出之比

生均教育支出与全国生均教育支出之比

人均医院床位数与所在省份人均医院床位数之比

人均医院床位数与全国人均医院床位数之比

人均绿地面积与所在省份人均绿地面积之比

人均绿地面积与全国人均绿地面积之比

可持续维度 社会就业 城镇登记失业率

人口结构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能源消耗 能源消耗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环境治理 生活无害化处理率

2. 解释变量

本文把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当作一项准自然实验, 将其时间虚拟变量和个体虚拟变量

的交乘项作为数字基建的代理变量。 具体操作如下: 先设置个体虚拟变量, 将入选 “宽带中国” 示范城

市的城市设为实验组, 个体虚拟变量赋值为 1, 未入选城市的个体虚拟变量赋值为 0; 再设置时间虚拟变

量, 把入选的年份赋值为 0, 入选后的年份赋值为 1。
3. 机制变量

虚拟集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的一种新型产业组织形式, 其评价可从信息技

术集聚水平和地理空间距离衰减效应两方面综合衡量[38] 。 一方面, 信息技术集聚程度可通过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就业人数的区位熵来量化; 另一方面, 虚拟集聚虽依托信息技术, 但仍受地理空间

距离的限制, 其赋能效应会随距离增加而衰减。 因此, 需在传统区位熵基础上引入逆地理距离权重进行

加权计算, 虚拟集聚 (VG) 计算的具体方法如下:

VG it = ∑ j

VS jt

X jt

VS
X( ) d -1

i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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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S jt 表示城市 j在第 t年的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就业人员; X jt 表示城市 j在第 t年的

全部就业人员; VS 表示所有城市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就业人员; X 表示所有城市的全部就业

人员; dij 表示城市 i 和城市 j 之间的地理距离权重, 城市间地理距离为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
4. 交互变量

资源的有效配置体现了在市场机制驱动下, 生产要素通过自由流动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的目标状态,
而要素错配则表现为对这一目标状态的偏离。 参考刘诚和夏杰长 (2023) [39] 的研究思路, 资本要素扭曲

程度和劳动要素扭曲程度的计算过程如下: 设定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取对数, 可得 lnYit = c + αlnKit +
βlnLit + εit , 其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分别为 αYit / K it 、 βYit / Lit 。 假定资本价格为 r , 劳动力价格为 w , 根

据要素产出与其价格的偏离来测算市场扭曲, 资本要素扭曲程度和劳动要素扭曲程度分别为:
distK it = αYit / ritK it - 1 (8)
distLit = βYit / w itLit - 1 (9)

5. 控制变量

为缓解因遗漏变量引致的回归偏误问题, 在各模型中均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程度、 外商

投资水平、 政府干预程度、 教育支出水平、 工业化水平等城市特征和经济相关变量。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10—2022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对共同富裕的影

响, 该区间涵盖了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的全部实施年份。 依据 《 “宽带中国” 战略及实施方案》,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整理得到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105 个, 非示范城市 172 个, 将其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的组别划分依据。 本文其他数据主要取自 2010—2022 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

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与部分省市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等, 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 主

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共同富裕水平 基于主成分分析测度所得 3
 

601 0. 600
 

3 0. 048
 

0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 时间虚拟变量和个体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3
 

601 0. 233
 

8 0. 423
 

3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3
 

601 10. 735
 

9 0. 691
 

2

金融发展程度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3
 

601 1. 045
 

6 0. 616
 

9

外商投资水平 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3
 

601 0. 002
 

5 0. 002
 

7

政府干预程度 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3
 

601 0. 195
 

0 0. 096
 

0

教育支出水平 教育支出占政府财政一般支出的比重 3
 

601 0. 175
 

8 0. 039
 

3

工业化水平 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3
 

601 0. 456
 

2 0. 110
 

1

虚拟集聚 从信息技术集聚水平和地理空间距离衰减效应两方面综合衡量 3
 

601 0. 643
 

9 0. 499
 

2

资本要素扭曲程度 资本要素产出与其价格的偏离 3
 

601 0. 738
 

9 0. 685
 

4

劳动要素扭曲程度 劳动要素产出与其价格的偏离 3
 

601 3. 478
 

6 1. 698
 

2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采用递进式的回归策略, 具体回归结果报告见表 3。 根据表 3 列 (2) 的结果,
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及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对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 假设 1 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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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1) (2)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 0. 004
 

8∗∗∗ 0. 002
 

0∗∗∗

(5. 995
 

5) (3. 347
 

4)

经济发展水平 0. 064
 

2∗∗∗ 0. 038
 

1∗∗∗

(96. 012
 

4) (28. 377
 

8)

金融发展水平 0. 004
 

6∗∗∗ 0. 002
 

6∗∗∗

(7. 437
 

1) (3. 769
 

8)

外商投资水平 0. 895
 

2∗∗∗ 0. 424
 

8∗∗∗

(7. 487
 

6) (4. 158
 

2)

政府干预程度 0. 034
 

5∗∗∗ 0. 022
 

6∗∗∗

(7. 492
 

3) (4. 634
 

1)

教育支出水平 0. 091
 

8∗∗∗ 0. 058
 

7∗∗∗

(10. 291
 

4) (6. 546
 

0)

工业化水平 -0. 048
 

9∗∗∗ 0. 014
 

3∗∗∗

( -13. 934
 

5) (3. 329
 

9)

常数项 -0. 097
 

9∗∗∗ 0. 166
 

3∗∗∗

( -11. 863
 

3) (11. 474
 

1)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601 3
 

601

R2 0. 856
 

1 0. 969
 

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5%、 1%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值。 后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参考现有研究[40] , 设置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政策实施时间的虚拟变量, 构建平行趋势检验模型进行检验。 (2) 安慰剂检验。 先随机生成示范城市虚

拟变量, 据此划分实验组与控制组, 再构建 “伪政策虚拟变量” 回归, 重复 500 次得到估计系数及 P 值。
(3)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本文将国家级城市群发展规划、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 国家创新型城

市试点以及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等政策逐步纳入回归模型, 旨在更为精准地识别 “宽带中国” 示

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4) 培根 ( Bacon) 分解。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41] 的做法, 将总的

DID 估计量分解为三组进行估计, 并计算相关的权重。 (5)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 PSM-DID) 分

析。 借鉴白俊红等 (2022) [42] 的研究思路, 借助截面 PSM 与逐期 PSM 予以匹配处理, 选定控制变量充当

协变量, 运用卡尺内 1 ∶ 2 最近邻匹配法, 相关检验通过后, 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再次评估 “宽带中

国” 示范城市政策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 (6)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参考陈诗一和陈登科 (2018) [43] 的方

法, 对全部控制变量实施滞后一期的操作。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①均显示, 本文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三) 机制和交互效应检验

1. 虚拟集聚机制的检验

根据模型 (2), 本文对虚拟集聚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表 4 的机制检验回归结果显示, “宽带中国” 示

范城市政策对虚拟集聚产生正向影响, 验证了假设 2。

01

① 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的详细结果不再展示, 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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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素错配的交互效应检验

为检验要素错配对虚拟集聚机制效应的影响, 本文依据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实证检验资本要

素扭曲程度与劳动要素扭曲程度的交互效应。 表 4 列 (1) 和列 (2) 显示, 虚拟集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 对共同富裕有促进作用; 其与资本要素扭曲、 劳动要素扭曲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 说明要

素错配对虚拟集聚机制效应存在负向交互作用。 换言之, 城市资本要素扭曲或劳动要素扭曲程度较低时,
虚拟集聚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 假设 3 也因此得以验证。

表 4　 机制和交互效应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虚拟集聚
交互效应

(1) (2)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 0. 128
 

4∗∗∗ 0. 001
 

3∗ 0. 001
 

2∗∗

(7. 101
 

1) (2. 201
 

8) (1. 990
 

9)

虚拟集聚 0. 007
 

2∗∗∗ 0. 010
 

4∗∗∗

(8. 116
 

9) (5. 281
 

7)

资本要素扭曲程度 -0. 001
 

0∗∗∗

( -1. 689
 

9)

虚拟集聚×资本要素扭曲程度 -0. 003
 

1∗∗∗

( -3. 574
 

9)

劳动要素扭曲程度 -0. 000
 

4∗∗

( -2. 015
 

9)

虚拟集聚×劳动要素扭曲程度 -0. 008
 

7∗∗∗

( -2. 593
 

6)

常数项 1. 081
 

0∗∗ 0. 161
 

1∗∗∗ 0. 148
 

8∗∗∗

(2. 414
 

7) (11. 230
 

3) (9. 967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601 3
 

601 3
 

601

R2 0. 727
 

2 0. 969
 

9 0.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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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质性分析

1. 行政级别

行政级别差异使各城市在政策倾斜、 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 本文将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副省级

城市划分为中心城市, 其余为外围城市, 设置行政级别虚拟变量 (中心城市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引入该变量与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进行基于行政级别的异质性分析。 表 5 列

(1) 显示,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 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更明显。
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各地区在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等与共同富裕相关的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 本文设置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虚拟变量, 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位数为界进行赋值 (大于中位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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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引入该变量与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进行基于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表 5 列 (2) 显示,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 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3. 市场一体化程度

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差异使各地区在要素流通、 产业协同等方面存在差异。 本文设置市场一体化程度

虚拟变量, 以市场一体化指数中位数为界进行赋值 (大于中位数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引入该变量

与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进行基于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表 5 列 (3)
显示,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

用更明显。

表 5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行政级别 0. 006
 

2∗∗∗

(5. 436
 

6)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0. 002
 

7∗∗∗

(3. 021
 

7)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市场一体化程度 0. 007
 

7∗∗∗

(9. 597
 

0)

常数项 0. 172
 

1∗∗∗ 0. 164
 

9∗∗∗ 0. 174
 

5∗∗∗

(11. 888
 

7) (11. 386
 

1) (12. 178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601 3
 

601 3
 

601

R2 0. 969
 

4 0. 969
 

2 0.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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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空间溢出效应的进一步讨论①

1.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前文已验证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那么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对邻近城市的共同富裕发挥溢出效应? 本文设定空间邻接权重矩阵、 空间地

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空间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使用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

策的溢出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 在不同空间矩阵下, 空间自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各城市间的共同

富裕水平存在空间依赖性。 进一步将空间效应进行分解, 回归结果显示, 在三种空间矩阵下, 间接效应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不仅能促进本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还能带动邻近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假设 4 由此得到验证。

2. 政策溢出效应的衰减边界

基于模型 (6) 的估计结果可以分析变量 Ns
it 的系数 βs 随空间距离的变化趋势 (置信区间为 95%)。

结果显示, 随着距离的增加,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对邻近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带动作用呈现逐渐变小的

趋势, 在距离由 150 公里~ 300 公里变动时,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对邻近城市共同富裕的作用由溢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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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转为虹吸效应。 其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 数字基建的辐射作用随距离递减, 示范城市数

字基建完善, 但距离增加会导致网络质量、 带宽下降, 远郊网络接入差, 从而限制数字经济发展, 且技

术扩散受限, 远距离地区难以获取数字技术知识与服务, 阻碍产业数字化升级。 另一方面, 区域经济竞

争引发资源虹吸效应, 近距离时邻近城市可借地缘优势承接示范城市产业转移, 实现产业优化与经济协

同; 距离超阈值后, 交易成本累积和规模不经济使邻近城市面临产业竞争劣势。 在要素市场中, 距离近

时人才与资金双向流动, 距离变远则单向流入示范城市, 形成资源虹吸效应, 最终逆转示范城市对邻近

城市共同富裕的带动作用。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为准自然实验, 研究数字基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结果表明, “宽

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提升了示范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 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虚拟集聚在数字基

建与共同富裕之间起机制作用, 且资本要素扭曲程度和劳动要素扭曲程度对其有负向交互作用。 异质性

分析显示, 在行政级别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好、 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的城市, 数字基建促进共同富裕的

作用更明显。 在空间效应方面, 该政策不仅提升本地共同富裕水平, 还对邻近城市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但随着距离增加, 其带动作用逐渐减弱, 在距离由 150 公里 ~ 300 公里变动时由溢出效应转为虹吸效应。
根据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统筹数字基建布局与区域协同发展。 差异化规划数字基建, 加大欠发达地区的网络投入, 推

动发达地区数字基建向 5G、 算力网络等前沿升级, 打造创新枢纽。 关注空间溢出效应, 近距离城市协同

布局放大正向溢出, 中等距离区域以要素流动引导机制缓解 “虹吸” 影响, 形成 “核心辐射-周边协同”
的数字基建网络, 促进区域发展成果共享。

第二,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与激活虚拟集聚效应。 打破地域和行业壁垒, 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降

低资本、 劳动等要素错配, 依托数字基建搭建跨区域要素流通平台, 促进数据、 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
支持企业借助数字平台协同创新与共享资源, 推动产业集群 “虚实结合” 转型, 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区域

经济联动, 夯实共同富裕的产业效率基础。
第三, 强化政策协同与分类施策。 发展基础好的区域, 推动数字基建与科技创新、 产业升级政策联

动, 培育数实融合创新生态; 数字普惠金融优势区域, 促进数字基建与普惠金融衔接, 拓宽小微企业和

弱势群体的资源获取渠道; 市场协同度高的区域, 破除地方保护壁垒, 放大虚拟集聚的范围经济优势。
结合区域发展梯度, 基础薄弱地区聚焦夯实数字基建底座, 配套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与数字技能培训,
确保不同层级城市依托数字基建提升发展质量。

第四, 弥合数字鸿沟与促进公平共享。 关注数字技术应用中的分配差距, 通过加强欠发达地区数字

基建、 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均等化、 开展弱势群体数字技能培训等, 提升其数字经济参与能力。 建立跨

区域数字资源共享机制, 推动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输出技术、 人才和经验, 防止数字鸿沟加剧贫富分

化, 确保数字基建发展成果更广泛、 均衡地惠及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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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stage
 

where
 

the
 

digital
 

economy
 

empower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imbalance
 

be-
tween

 

urban-rural
 

and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
 

remains
 

a
 

key
 

obstacle
 

to
 

common
 

prosperity.
 

Whether
 

digital
 

in-
frastructure,

 

as
 

a
 

core
 

carrier
 

for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breaking
 

development
 

barriers,
 

can
 

serve
 

as
 

an
 

endogenous
 

driver
 

of
 

common
 

prosperity
 

has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among
 

policymakers
 

and
 

academic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Broadband
 

China”
 

pilot
 

policy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its
 

underlying
 

logi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in
 

pilot
 

cities,
 

which
 

has
 

passed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virtual
 

agglomeration
 

is
 

the
 

core
 

link
 

through
 

which
 

digital
 

infrastructure
 

empowers
 

common
 

prosperity.
 

The
 

high-speed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ross-regional
 

factor
 

circulation
 

platform
 

built
 

by
 

dig-
ital

 

infrastructure
 

breaks
 

the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promotes
 

the
 

trans-
formation

 

of
 

industries
 

towards
 

virtual
 

agglomeration.
 

This
 

model
 

not
 

only
 

avoids
 

the
 

congestion
 

effects
 

of
 

traditional
 

agglomeration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regional
 

economy
 

through
 

the
 

efficient
 

spillover
 

of
 

knowledge.
 

Meanwhile,
 

the
 

capital
 

and
 

labor
 

factor
 

distor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virtual
 

agglomeration:
 

When
 

factor
 

allocation
 

deviates
 

from
 

the
 

optimal
 

state,
 

it
 

exacerbates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re-
by

 

weakening
 

the
 

role
 

of
 

virtual
 

agglomeration;
 

wherea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actor
 

market
 

can
 

further
 

amplify
 

the
 

economic
 

dividends
 

of
 

virtual
 

agglomer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common
 

prosperit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cities
 

with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s,
 

well-develope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high
 

market
 

in-
tegration.

 

In
 

terms
 

of
 

spatial
 

effects,
 

the
 

“Broadband
 

China”
 

pilot
 

policy
 

not
 

only
 

promotes
 

local
 

common
 

prosperi-
ty

 

but
 

also
 

generates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neighboring
 

cities.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in
 

distance,
 

its
 

driving
 

effect
 

gradually
 

weakens.
 

Within
 

the
 

range
 

of
 

150-300
 

km,
 

the
 

policy
 

effect
 

shifts
 

from
 

“spillover
 

effect”
 

to
 

“siphon
 

effect” .
 

This
 

phenomenon
 

may
 

be
 

caused
 

by
 

the
 

attenua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radiation
 

with
 

dis-
tance,

 

as
 

well
 

as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nter-regional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resource
 

siphoning.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riving
 

rol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and
 

offer
 

important
 

city-leve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you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pro-
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including
 

overall
 

planning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layout,
 

breaking
 

down
 

barriers
 

in
 

the
 

factor
 

market,
 

strengthening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preventing
 

digital
 

economic
 

risks.
 

These
 

suggestions
 

provide
 

a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timulating
 

endogenous
 

growth,
 

and
 

narrow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virtual
 

agglomeration;
 

common
 

prosperity;
 

factor
 

misallocatio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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